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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产受理与保全及强制执行的程序衔接
张苏平
摘　要：破产受理后的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构成一种程序衔接机制。与美国破产法上旨在维持现状并采效力控制模式的“自动冻结”制度不同，我国破产法倾向于将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作为债务人财产接管的保障性措施，且具有明显的行为控制特点。该程序衔接应在破产受理时自动生效，这种效力模式的实质是对该时点下破产程序进展的成熟程度及保障管理人接管财产必要性的肯定。在判断应否中止执行时，应当注意区分权利移转时点与执行程序终结时点；对担保权的行使仍应先行中止但不影响财产接管后的变价。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使管理人取得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与处分可能性，但未中止执行不必然影响财产权利移转，只是管理人可通过执行回转等方式追回。解除与中止的效力终止后，仍应依破产受理前的顺位恢复保全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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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破产法的目的之一是公平清理债权债务。〔
〕然而，对债务人财产〔
〕享有权利的竞争者们可能会出于理性而抢先或过度主张权利，使债务人财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并最终损及债务人和所有竞争者的利益，造成“公地悲剧”〔
〕。为此，破产制度必须及时调整竞争秩序，为充分有效利用、处置与分配债务人财产提供保障。由于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债务人资产负债的查明与确认等需要一定的时间，确定如何利用、处置与分配债务人资产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也并不能立即实现，进入破产程序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避免破产程序外的竞争格局无序延伸至破产程序中，从而加剧调整破产程序内竞争秩序的难度与成本。在破产法中，这一任务是通过在破产受理后暂时性阻断正在进行的保全与个别强制执行来实现的，这构成受理后的破产程序与特定非破产程序的衔接。
相较于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第19条〔
〕，2025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下称《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的规定虽未改变原本规则，但其规范内容明显呈现出两个层次：其一是该程序衔接本身的运行机制与程序安排，即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的申请、财产或其处分权的移交、应当解除或中止的保全及强制执行程序范围等，这也是该条相较于旧法所细化规定的内容；其二是该程序衔接机制的实体衍生后果〔
〕，它暗含在解除与中止对保全措施及执行程序的影响中。破产法中的这一规则虽然常被解释为与美国破产法上的“自动冻结”（“自动中止”）、日本法上的“倒产保全”等制度相似〔
〕，但中国法上的规则既不同于美国法上以应当“自动冻结”的对象为线索、一揽子规定该效力的适用范围的模式，也不同于日本法上以裁判所发布的各类命令为核心、统摄于破产程序开始裁定之前的保全措施的模式，而是分别单列个别清偿无效、管理人接管财产、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与破产有关的诉讼和仲裁的中止与提出等规则〔
〕。由此，该规则中两个层次的内容均存在解释上的疑问：一方面，明确管理人对程序衔接的申请以及相关机关的移交义务，是否意味着这种程序衔接的启动模式由自动生效转向依申请启动；另一方面，破产法领域虽然对于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仅为暂时性而非终局性等实体效力问题存在基本共识〔
〕，但对其在破产之外的衍生后果仍欠缺关注，特别是未及时解除保全或未中止执行产生的实体效力等问题。此外，由于不存在一揽子“自动冻结”的统一效力规则，解释论上关于破产受理后担保权人能否行权等问题必须参照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规则的目的予以解释，但受制于中国法上民事保全措施不产生实体性担保权的规范设计〔
〕，又难以将担保权与保全措施同等对待。
着眼于上述问题，本文第二部分主要解释作为程序衔接机制的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本身的运行机制；第三部分主要解释这种程序衔接所产生的衍生后果，包括对破产外的保全与强制执行及其实体效力的影响；而第一部分则旨在论述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的规范目的与体系定位，这构成妥当解释上述问题的前提。
一、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的规范目的与体系定位
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的体系定位直接影响其程序安排与实体效力的解释方向，是展开具体问题解释的前提。该规则在形式上位于破产法规范构成的外在体系中，但其所处的内在体系是否仍在破产法中仍存在疑问。换言之，要明确该规则是一项破产法规则还是应被破产法所尊重的非破产法规则。对此，判断破产法对特定非破产法规范能否进行变动的依据在于是否存在特别的政策考量〔
〕，因此如果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的目的与功能超出了保全法与执行法的范畴而进入破产法领域中，那么就可以证立其破产法规范的体系定位。由此可见，必须先行明确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的规范目的。
（一）集体程序中保障债务人财产移交的规范目的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确定的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与美国破产法中在破产申请后冻结依申请前判决的强制执行规则相似〔
〕，后者也包括为执行判决而对债务人财产或破产财产采取的扣押措施等判决后救济措施的行使〔
〕。我国破产法研究也常借助美国法上的“自动冻结”制度解释包含上述规则在内的各项规则，甚至认为后者实际上就是自动冻结制度在中国法上的体现，二者共享相似的规范目的。〔
〕这一观念虽然符合破产法作为集体债务清理程序的旨趣，但可能忽视了具体制度背后规范目的的微妙差异。
美国破产法中的自动冻结制度对破产清算与破产重组案件均有重要意义。在清算案件中，自动冻结能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债务人提供即时性的救济，并保障管理人能够控制对破产财产的清算；对于个人债务人而言，自动冻结制度还能够阻止债权人出售争议中的应豁免财产，从而使应被免责的债务人能够取回被豁免的个人财产。在重组案件中，自动冻结有助于避免债务人财产在重组计划制定之前被零散瓜分，从而实现维持现状，为管理人尝试制定重组计划、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机会。〔
〕不难看出，自动冻结制度的这些目的与功能契合于破产程序的集体程序性质，在此层面，中国破产法中相应规则的目的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但美国法在如何具体实现上述功能的层面则有其特点。第一，自动冻结的范围非常广泛，除有限的例外情形外，几乎涵盖了针对债务人和破产财产所采取的任何正式与非正式的行动。为了对债务人提供最广泛的保护，美国《破产法典》第362（a）条所列举的8项应受自动冻结效力拘束的行为中甚至包含了兜底性条款〔
〕，由此也导致同一案件经常符合其中多项条款的适用条件〔
〕。第二，广泛的适用范围是与其强大的效力模式相配合的。自动冻结效力在破产申请提交时即自动产生并立即生效，既不取决于申请是自愿的、共同的还是非自愿的，也无须依赖于法律文书的送达或特别通知，与冻结范围相关的当事人即应受到自动冻结效力约束。〔
〕第三，与效力范围和效力模式相配套，债权人违反自动冻结的行为原则上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力〔
〕，美国破产法中也存在违反自动冻结时行为效力的规定，包括债权人可能承担的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以及可能遭受的藐视法庭制裁等责任〔
〕。通过上述安排，美国法上的自动冻结制度实际上形成了一套“效力控制”网络〔
〕：这种保护债务人与破产财产的效力在破产申请提交时就产生了，且具有广泛的效力范围与强大的效力模式；一旦该效力被突破，自动冻结制度还提供了补足效力的补充性措施。由此，债务人在非破产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破产申请时即被固定，任何试图突破或违背这一现状的行为都需要通过特定程序解除自动冻结所形成的“效力控制”网络，否则就只能在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破产程序中的规则寻求改变。因此，美国破产法中的自动冻结制度最核心的目的就在于“维持现状”（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而保护破产财产完整性、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个别追偿的侵扰、确保债权人间的公平竞争等目的均建立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
作为对照，中国破产法上的类似规则并不凸显这种效力控制模式。首先，破产法中并不存在破产受理后针对相关行为的统一效力规则，而是分设破产受理后债务人的个别清偿无效、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和执行程序应当解除和中止、系属中的民事诉讼或仲裁应当中止并待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续行、受理破产的法院对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民事诉讼、有关债务人的税收与劳动争议诉讼、对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诉讼享有专属管辖权等。此类区分不同类型的规则适用对象（清偿行为、司法诉讼、强制执行等）并分设不同程序衔接机制的方案意味着这些规则并未统摄在同一个目的之下，即并不追求在破产受理后立即“冻结”一切针对债务人及其财产的司法或非司法性质的行为。
其次，即使这种分设效力的规则也能够解释为旨在追求共同的“自动冻结”目标，该规则所涵盖的应被冻结的对象范围也并非当然及于一切可能影响集体程序本质的行为及程序等。这意味着该规则自始就并非旨在立即实现“维持现状”，因为自动冻结效力的强度必然与其效力广泛性相绑定，冻结效力范围的部分缺失会导致“维持现状”的不完整和不彻底，进而损及冻结的整体效力。我国破产法的实然规则也表明了这一点：理论上对《企业破产法》第19条（对应《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所规制范围的解释认为并不包括担保物权行权程序的自动暂停〔
〕，司法政策性文件也认为担保债权人可以在破产清算程序中随时向管理人主张变价处置担保物并行使优先受偿权〔
〕，这实际上使担保物权的行使不受上述规则的影响。事实上，是否冻结担保权的行使均存在可论证的理由，即使在自动冻结范围必然涵盖在破产财产或债务人财产上创设、公示或执行担保权的美国破产法上也存在例外。例如，对于在非破产法中具有溯及效力的特定担保权的公示可以免予自动冻结效力〔
〕，担保权人也可以通过证明担保物价值已出现下降，从而以“缺乏充分保护”为理由申请法院解除冻结禁令〔
〕。之所以不影响自动冻结的规范目的，就在于它是以不适用冻结或可解除冻结的例外条款形式予以规定的，而非自始一概将其排除在冻结范围之外。如果自始就并未明确将担保权的公示与行使等包含在应当中止的范围内，合理的解释并非立法存在错误，而是中国破产法上的执行中止等规则的规范目的与美国破产法上的自动冻结存在差异。
最后，中国破产法对应当解除或中止的各项行为与程序的列举中以正式的司法性措施和司法程序为主，而对于司法程序之外的个别追偿等行为，虽然当然地认为应当在破产法的集体程序中通过申报债权等方式行使权利〔
〕，但并未特别明确对其适用中止效力。对于未暂停债权收取或者未通过破产程序中的途径主张债权的行为，最终往往是通过债务人于破产受理后的个别清偿无效规则处理。然而，一方面，这种模式无法先行中止非司法性的债权收取或债务清偿行为本身，只能待实际清偿已经发生后由管理人通过事后的诉讼宣告个别清偿无效并尝试追回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即使个别清偿无效规则能够实现对清偿前行为的威慑与控制，该规则也不足以成为统摄针对违反冻结效力的司法性与非司法性行为的后果条款。因为破产受理后的司法性行为或程序并不限于实现个别清偿效果，对债务人财产的占有与控制等行为与法律状态同样具有意义，但破产法仅针对这些司法性行为规定了“应当解除”与“应当中止”，并未明确未能解除或中止的效力和后果。以上分析表明，至少在技术细节方面，中国破产法中的相关规则并未采用如同美国破产法中自动冻结制度的“效力控制”模式，这可能暗示了相关规则在规范目的层面的微妙差异。
实际上，这种规范目的层面的差异确实存在，中国破产法整体倾向于将解除保全和中止执行等规则作为债务人财产接管的保障性措施，而并不特别注重在破产受理时刻起的“维持现状”。事实上，破产法的此类规则具有明显的“行为控制”特点。特别是对于具有司法性质的保全、诉讼、强制执行程序而言，这些程序不仅属于可用于收取与实现债权的程序，而且具有相应的公法效力。此类司法性质的程序使债务人财产处于受理破产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的控制之下，这天然构成了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的阻力。即使立法明确了破产受理时刻起继续采取保全措施、对债务人进行诉讼、对债务人及其财产实施强制执行等行为不会产生预期的效力，债务人财产在事实上所承受的司法性控制也不会因此而当然解除，维系债务人财产完整性等进一步的目标也难以迅速实现。因此，中国破产法上侧重于对此类司法性的程序采取“行为控制”而非“效力控制”，正是为了在集体程序中保障债务人财产的顺利移交，以便为后续在破产程序中处理债权债务及债务人财产做好准备。如果认为美国破产法上的自动冻结制度是从所有应受冻结效力约束的实体（all entities）角度，规定了统一冻结效力，那么中国破产法则更多是站在管理人与受理破产的法院角度规定了如何实现债务人财产的移交，而其中的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正是保障财产移交的前提之一。正因为这仅仅构成债务人财产移交的保障性措施，维系债务人财产完整的目标还需要借助其他规范的力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20〕18号，下称《破产法解释二》）第6条规定的受理破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对债务人全部或部分财产重新采取保全措施；甚至《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节第42点规定解除保全措施也并非要求刚性地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查封，而是可以在不解除查封的情况下将债务人财产的处置权由执行法院移交受理破产的法院，由后者决定续行抑或解除查封。由此可见，这一规则的核心目的正是保障移交。这一观念也可以从反面得到印证。破产法上迟至破产受理后而非申请破产时才应当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意味着破产申请后到受理前的时间内仍可能存在通过强制执行等程序实现债权的个别收取现象，加之破产受理前通过诉讼、仲裁、强制执行实现的个别清偿原则上不会被撤销〔
〕，截至破产受理时刻起的“维持现状”既无法全然实现，也会因从申请到受理期间的个别收取乃至个别清偿而大幅失去意义。
如果上述对比得出的结论仅仅描述了中国破产法中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规则的规范目的具有特殊性，那么还存在两点体系上的理由可以证立这种规范目的的正当性。其一是存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情形，在“执转破”案件中，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即应通知所有已知的执行法院并中止执行，且直至受移送法院受理破产之前都不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而一旦破产受理后，则由执行法院直接将债务人财产移交给受理破产的法院或管理人，实现债务人财产的“点对点”移交。〔
〕如果认为破产法中解除保全规则的目的并非保障债务人财产的移交，那么此类“执转破”案件中的债务人财产移交规则只能游离于破产法体系之外。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该规则保障了破产受理法院取得对债务人财产的控制，因此符合解除保全规则的规范目的，不属于例外规则。其二是在推进“执破衔接”与“执破融合”的背景下〔
〕，更加强调在破产程序中运用破产之外的执行措施〔
〕，因此解释破产法上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的规范目的时，不能认为它仅仅意在解除或中止可能影响集体程序的保全与执行程序，否则只会得出应当一概解除保全且中止执行的不当结论。恰恰相反，在破产程序中沿用保全与执行措施更有助于债务人财产的精准平稳移交，这不仅无损且有助于实现该规则的规范目的。因此，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的规范目的解释为旨在保障债务人财产的移交，以便破产受理法院和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开展债权债务清理等工作，既符合实证法的规定，也具有体系和功能上的正当性。
（二）“尊重非破产法规范”原则下的特别调整

“尊重非破产法规范”原则涉及破产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破产法在立法时能否作出与这些法律不同的规定。〔
〕这意味着仅当破产法存在特殊的政策考量时，才可以变动非破产法上的规则。如前所述，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规则的规范目的虽具有特殊性，但仍间接或总体上服务于破产程序的集体程序性质。如果在破产受理后不及时解除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或未及时中止对债务人的个别强制执行程序，可能导致债务人的部分财产权利的移转。无论管理人是否有权通过撤销、宣告无效或申请执行回转等方式追回财产，这种方式都违背破产法的目标。因此，在该层面确认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规则为一项破产法规则，而非破产法应当尊重的非破产法规则，具备坚实的理由。在较为具体的规范目的层面，保障债务人财产的顺利移交也是出于破产法上的理由，即由破产受理法院或管理人实现对债务人财产的控制，以便行使处分权并处理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理由显然超出了保全法与执行法的范畴，足以确证这种为接管债务人财产提供保障的方式是破产法的特别调整，不属于尊重非破产法规范的范畴。
破产程序作为一种集体程序，其目标包括向债权人公平分配以及为债务人提供暂缓被追偿的喘息机会。〔
〕围绕破产程序的这种本质，也有观点从破产法尊重非破产权利的“相对价值”（relative values）角度论证了“自动冻结”制度的根据：在从非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的过程中，虽然破产法尊重权利在非破产法中的原本存在状态可能是变动最小的方案，它能够维持非破产权利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所具有的原本效力，但却可能与破产法的核心功能相冲突。在众多主体竞相行使非破产法权利以谋求个体利益的情况下，破产法仍须始终致力于实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坚持某项权利所导致的集体损害可能超过其带来的任何收益，例如如果破产法具体地尊重所有无担保债权人的非破产法权利，就意味着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程序在破产法中重现，这种对权利本身的尊重妨碍了破产法的核心功能。此时破产程序应当复现债权人在破产法之外本应享有的相对地位，即破产法应当转向尊重非破产权利的相对价值而非权利本身。由此，破产法为应对“公共池塘”问题，就需要在破产程序启动时停止个别债权人采取的强制执行等救济，而这正是通过自动冻结程序实现的。在破产法尊重权利相对价值的原则下，无担保债权人须待破产案件终结后按比例获得分配，因此对其的自动冻结通常应在破产程序期间内持续有效；但对于担保权人而言，则仅在担保物由债务人处置更有利于资产最大化时才应受自动冻结约束，否则允许担保权人行使实际权利而非仅尊重其相对价值可能是更优的选择。〔
〕
不过，即使确证了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的破产法规范性质，在“尊重非破产法规范”原则下仍存在疑难问题。首先，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是否依赖于执行法院作出裁定？换言之，通过解除保全裁定与中止执行裁定实现解除与中止是保全法和执行法中的规范，破产法对此是否应当尊重并沿用？有观点认为这是在破产法中沿用执行权运行逻辑的结果〔
〕，不过下文将分析，这应当是对该规则的启动模式进行解释的问题。其次，在判断应当中止的强制执行程序时，对于针对各类财产的强制执行是否已经终结的判断是否应当沿用强制执行法与民法的规则？最后，在应被中止的强制执行程序中，执行标的权属的变动规则是否应被破产法所尊重？换言之，破产法能否出于其政策目的而将部分依民法和强制执行法规则已经发生权属变动的财产视为债务人财产，并发生违反执行中止规则的效果？对此，原则上仍应适用非破产法的规则，原因在于依强制执行法与民法已经终结的执行程序或已经发生变动的权利，即使可能不利于破产程序的集体债务清理目标，也已经超出了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作为一种对接管债务人财产的临时性与保障性措施的规范目的射程，而落入其他破产法规则的适用范围。因此，即使该规则的根据源于破产法的特别调整，对超出其范围的事项仍应尊重相应的非破产法规则。
二、破产受理与保全及强制执行的程序衔接

破产受理与保全及强制执行的程序衔接对应着应当如何实现保全措施的有效解除与执行程序的及时中止，它包括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的效力模式以及应当解除或中止的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范围等问题，其中效力模式是决定前述规范目的能否实现的核心。
（一）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的效力模式

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的效力模式包含了启动机制与效力发生时点两方面内容。如前所述，美国法上的自动冻结制度形成了一套“效力控制”网络，自动冻结于破产申请时即自动启动，无论相关主体是否实际知晓破产申请以及禁令，均立即受到自动冻结效力的拘束。因此，美国法上自动冻结的启动机制与效力发生时点是重合的，只是如后文所述还需要解决受自动冻结效力拘束的主体在尚未实际知晓禁令时实施的相应行为的效力问题。在中国法上，参照自动冻结制度的效力模式，虽然《企业破产法》第19条规定以自动启动和自动发生效力为愿景〔
〕，但囿于规范的文字表述，自动启动与自动发生效力并非唯一且具排他性的解释，当时的条文注释也更侧重于阐释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学理上有观点将破产受理裁定的送达作为发生效力的时点，这就导致虽然承认对于保全措施“其效力自动解除”、对于执行程序的中止“属于法定中止”〔
〕，但实际上于公告或通知送达才对相应主体发生效力，从而沦为送达生效模式。《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第1款在原规定基础上增加了管理人申请解除保全措施和中止执行的表述，更模糊了效力模式的立法选择。除以自动冻结为代表的自动启动与自动生效模式外，还存在以裁判所依申请或依职权作出中止程序等命令并于送达后生效的日本倒产保全制度〔
〕，其效力模式可归纳为依保全处分的作出与送达启动并生效。无论是回避了直接规定效力模式的文字表述，还是学理上对效力模式的含混，以及为有效应对其他保全法院和执行法院明知破产受理仍不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而采取的实践应对方案〔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的规定都存在向两种效力模式解释的可能性。
应当明确的是，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的效力模式本质上是立法选择问题，而当立法意旨不够清晰或者未能全然摒弃其他可能的方案时，该问题就演化成为一个解释问题。在此层面，如果两种效力模式的解释方向均不存在重大障碍，那么确定解释方向的标准就应当是实质性的价值考量，而不宜仅取决于配套制度与实践惯性等相关因素。无论是（于破产申请或破产受理时）自动启动并自动发生效力，抑或依赖于法院作出处分命令并于送达后发生效力，其共同之处都在于维系债务人财产的完整（或现状）并限制债权人的追索，因此具有共同的预设：债权人等主体对债务人实施的财产保全或个别强制执行等破产程序外的行为可能破坏债务人财产的完整性，并进而损及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挽救陷入财务危机的债务人的目的。不同效力模式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将这种预设通过抽象的法律规定交由法律预先决定，抑或交由个案中的破产受理法院于个案中具体判断。前者对应自动启动并自动生效模式，自动冻结为其适例；而后者对应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并依法院命令的效力而生效的模式，保全处分为其适例。因此，自动冻结能够使受益方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免于承担证明上述预设的责任即可受到破产法的保护，大幅降低了债务人及管理人的风险。同时，这一模式也隐含了扩张受冻结效力拘束的主体与行为范围（同时也构成保护范围扩张）的倾向，使自动冻结制度承担了近似于司法扣押的功能，能够在确定争议财产是否归属于债务人时有效保管并维持财产现状。〔
〕与此不同，保全处分的作出则取决于法院对保全必要性的审查，这种保全必要性可以体现在保全处分申请人的疏明中，也可以体现在债权人对破产清算程序开始原因的疏明中。〔
〕这实际上是将因债权人的特定行为而损及债务人财产的风险交由申请人的申请与法院的职权审查。
在此基础上，相关配套制度虽与上述实质性价值考量密切相关，但实为不同层面的问题。其一，是因对上述预设分配的不同而导致不同主体于效力产生与脱离效力拘束时负担的证明责任存在差异，该问题取决于采取何种效力模式。实际上，美国法上不仅存在自动启动并生效的效力模式，也存在破产法院在自动冻结范围之外发布禁令从而使相关主体受冻结效力拘束的效力模式，因此在美国法内部已清晰展现出这种差异。在自动冻结下，仅在寻求解除自动冻结从而脱离效力拘束时涉及证明责任问题，受到冻结效力保护的主体（如债务人）无须在效力发生时承担证明责任。在破产法院依其裁量权在自动冻结范围之外对特定行为发布禁令时，通常要求申请该禁令的一方证明申请方可能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损害风险大于禁令可能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等事项〔
〕，这使申请方在禁令效力产生时就应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其二，是因受效力拘束者对效力已实际发生的不知情而实施特定行为的效力评价问题，该问题并非效力模式的前置问题，而是在任何效力模式下都需要解决的配套措施问题。
在中国法上，如何分配上述预设并采取相应的效力模式取决于在应当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的时点上，破产程序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换言之，它取决于法律对处于该时点的破产程序有必要且能够继续进行作出的评估。由于该规范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人财产及处分权的顺利移交，因此在该时点上破产程序进展的“成熟程度”越高，经由该规范所实现的保障就越必要和迫切，相应地其效力就应当越强。中国法上破产程序长期存在未被有效利用的问题，并表现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申请破产的动力不强等现象。在此现状下，应当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的时点被规定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而非当事人申请破产时。此外，法院对破产申请的审查不仅包括申请的形式要件是否齐备，而且包括对债务人是否具备《企业破产法》及《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条规定的破产原因的实质审查。这种审查通常是依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的“表面事实审查”〔
〕，虽然存在此类证据方法的限定，但辅之以对恶意申请的不予受理规则〔
〕，仍可有效过滤滥用破产申请损害债务人或债权人的情形。因此，不具有继续进行破产程序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情形通常被过滤在破产受理时点之前，对于已经作出破产受理裁定的破产程序应当通过较强的效力拘束保障债务人财产的顺利移交，采取自动启动和自动生效模式更契合这一价值判断。作为体系上的对照，于破产申请尚未被受理时采取的相应保全措施则不应采取这一效力模式，因为其无法有效过滤破产程序不必要或无法继续进行、滥用破产申请破坏破产外竞争秩序等情形。《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1条新增了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后至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前为应对债务人财产贬值或被恶意转移等紧急情况时的中止执行与保全措施，其效力模式则采用依申请启动并辅之以申请方提供担保的模式，更印证了这一价值判断的合理性。
因此，破产受理裁定作出并生效后即应发生“保全措施应当解除”与“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效力。《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第1款新增的“管理人可依据受理破产裁定书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申请解除保全措施和中止执行”属于注意规定而非该效力发生条件的规定，它复述了受理破产裁定书作为效力发生根据，以及相关机关应依据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确定移交财产或处分权的对象。这一方面是旨在回应实践中保全或执行法院拖延采取解除保全与中止执行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是与解除保全和中止执行作为取效性行为相适应，其效力依赖于保全与执行法院作出相应的裁定，而无法径行解除或中止。这虽会导致“应当解除或中止的效力发生时点”与“保全或执行时法院实际知晓破产受理事实并作出解除或中止裁定的时点”之间存在时间间隙，但任何效力模式均难以完全避免这一问题，且在这一时间段内实施的财产移转行为的效力本就属于与效力模式相适应的配套制度，应通过明确其效力后果弥合这一间隙。
（二）应解除或中止的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范围
在破产程序受理后应当解除或中止的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范围，可以根据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的性质、类型与时间界限等方面划定。对于应解除或中止的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的性质与类型，在民事程序中由法院实施的诉前保全、诉讼保全以及强制执行前的保全措施，以及尚未开始、正在进行且尚未终结的强制执行，包括“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旨在实际控制或限制债务人处分的措施均属于应解除或中止的范围，自不待言。〔
〕
此外，在民事程序以外的程序中，既包含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采取的具有司法性质的保全措施，以及法院作为执行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也包含行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所采取的保全措施及实施的强制执行。其中，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有权对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这种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属于传统行政法理论上的即时强制，而是一种程序性行政强制措施〔
〕，其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金钱或财产给付义务的履行〔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下称《行政强制法》）第9条规定的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以及扣押财物、冻结存款与汇款等种类。行政强制执行则包括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强制法》第四章规定自行强制执行，也包括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行政非诉执行。实际上，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具体方式上具有相似性。有观点以当事人应履行的“义务性质”区分二者〔
〕，《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第2款则将应当解除或中止的保全与执行限定为“行政强制中为实现债务人财产给付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着眼于解除或中止的规范目的，仅将与债务人财产给付无涉的行政强制排除在外。相比之下，由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采取的保全措施和执行程序则无此限定，但在合目的性的角度，行政诉讼中的保全与执行同样仅在与债务人财产的得丧变动有关时才有必要解除或中止，因此在解释上仍应受该条第1款“有关债务人财产”的限定，且不仅包含行政相对人履行支付罚款义务等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也应当包括行政机关败诉时应向行政相对人给付金钱或返还财产等情况。税务机关、海关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主要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7条、第38条和第4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60条实施的扣押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冻结存款等税收保全措施以及拍卖、扣留并变卖、通知银行扣缴税款等强制执行。不过，《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第2款并未将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及涉及被告人财产的强制执行列入应解除或中止的范围。在理论上，至少应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的于附带民事诉讼中采取的保全措施列入应当解除的范围，因为这种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附带民事裁判生效后的民事赔偿，且不属于涉案证据、应追缴退赔或应没收的财产。〔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证据保全为名扩大财产保全范围的背景下〔
〕，解除这种实质上并非刑事诉讼证据保全的财产保全措施，有助于减少不当财产保全对破产程序的侵扰。
可能存在疑问的是时间界限问题，且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断特定强制执行程序是否已经结束而无须中止。显然，已经因执行法院作出的终结执行裁定而终结的执行程序不必也无法中止。除此之外，在非破产法中判断某一执行程序是否已经结束主要是依据执行程序中财产权利发生移转的时点，即通过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方式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的处分，相应的财产权利自拍卖成交裁定、变卖成交裁定、以物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承受人时起转移。〔
〕这一时点的主要考量是对于已经发生权利变动而不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无须通过破产程序处理〔
〕，也就没有必要适用旨在保障财产接管的中止执行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节第17点规定也反映了这一考量。若该权利变动链条严格遵循从债务人财产向买受人或承受人移转，则基于该财产权利移转的确定性而仅将中止执行时点限定在权利移转时点之前并无问题。然而，即使在财产权利移转后也可能存在需要中止执行的情形。若该财产上本身附有案外人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由于案外人就此提出排除执行请求并不必然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可能出现该财产权利已经向买受人或承受人转移后，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胜诉的情形，进而需要区分受让执行标的的主体而判断其是否能够取得相应的财产权利。〔
〕当买受人为申请执行人时，即使已经受让执行标的，也无法取得该财产权利而须返还。〔
〕由此可见，执行程序中权利移转时点之后仍可能存在对该财产权属的争议，即使该财产实际上并非债务人财产，由于破产受理后的中止执行制度并不承载权属判断的功能，仍有必要在管理人介入后通过破产程序解决权属争议。在现行法上，案外人于执行程序中提出指向执行标的的异议的时点能够大致实现上述考量，即原则上需要在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异议，但对于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情形，则延后至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破产受理后判断应中止的执行程序是否已经结束的时间界限可参照该时点，以保障执行标的权利移转后仍存在权属争议时通过破产程序妥善处理。
关于时间界限的边界案型则更清晰地展现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区分权利移转与执行程序终结的意义：执行法院在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被受理的同一日从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中划扣了相当于其负债金额的款项，款项进入执行法院的账户但尚未分配给债权人，但数日后执行法院才接到破产受理通知。有学者认为，法院从债务人银行账户中划扣相当于负债金额的款项属于提存，债务人所负债务自划扣时起就消灭，法院仅是无偿保管该款项，因此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已经结束，不适用破产受理后的中止执行制度。〔
〕其核心在于将划扣资金至执行法院账户时作为资金所有权移转的时点，但这难以解释当存在多个债权人时，划扣的资金尚须分配，债务人对于该特定债权人的负债通常并未完全清偿。此外，当存在多个债权人时，执行法院也会查封超出某一特定债权数额的账户资金，此时更难以解释划扣行为将导致债务人对哪个债权人实现了清偿并导致执行程序结束。若债务人于划扣期日前后被裁定受理破产，则恰对应于其无法完全清偿数个债权人的情形，此时难以径行认定债务人对特定债权人的负债是否已经清偿，而是仍应依执行程序本身是否终结作为判断是否应中止执行的时间界限。
对于担保权的行使，特别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是否属于应中止的范围素有争议。反对观点认为，由于担保权人可以随时向管理人主张行使担保权〔
〕，在破产受理时中止担保权的行使就会失去意义〔
〕。支持观点则认为，中止担保权行使是权利交接的必要容忍义务要求，避免因担保物价值大于被担保债权额而导致担保权人自行处置时无法发挥最大的市场价值。〔
〕实际上，对此应当区分担保权能否在清算程序中行使的问题与担保权是否应在破产受理时暂停行使的问题。《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07条（对应《企业破产法》第75条）规定的重整期间担保权暂停行使，正是针对前一问题的规则，若将其类推适用于清算程序则将导致暂时中止的规则沦为在整个清算期间停止行使担保权，这并不符合破产受理时执行中止的规范目的。然而，《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57条（对应《企业破产法》第109条）第2款却并非针对后一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也不影响《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中止规则的适用。当担保权人通过担保物权实现程序取得执行依据并经由执行程序实现担保权时，中止执行程序是确保担保物先行向管理人移交的必要措施，并在管理人的接管下实施变价分配或恢复特定的执行程序。同理，当担保权人是通过协商等方式变价担保物时，仍以担保权人向有权接管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人提出变价请求为前提。因此，在执行中止的规范目的范围内暂时中止担保权的行使，并不影响担保权人的权利。就此而言，在确保担保权人实体权利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暂时中止担保权的行使并辅之以一定的中止期限限制的方案〔
〕，能够有效平衡担保权人的实体权益与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并在破产程序中妥善处置担保物的需求。
三、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的衍生后果
破产受理后的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具有三方面的衍生后果：其一是该规则所旨在保障的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与管理人取得处分权之间的关系；其二是未依该规则及时解除或中止时，相应产生的实体效力与后果；其三是基于该规则的暂时性效力，当其效力终止时对原本的保全与执行等相关程序所产生的后果。
（一）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的实际控制与处分可能性
在破产受理后，若相关机关及时解除了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则随着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作为公法行为而对财产施加的处分限制即行消灭，债务人财产再次处于可被处分的状态，只是处分权由管理人而非债务人享有。但存在疑问的是，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权是自破产受理并指定管理人时起即发生移转，还是自对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解除并由相关机关实际向管理人移交时才发生移转。对此，解释上应当认为自破产受理并指定管理人时起，管理人就自动获得了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权，只是因其尚未实际控制被保全的财产，其处分权尚无法行使。待保全解除并完成移交后，管理人则获得了对财产的实际支配并由此具备了行使处分权的可能性。对于涉及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中止执行除伴随着作为控制性措施的查封等措施的解除，还要求停止对财产的拍卖、变卖、以物抵债等变价措施、无须变价时的财产交付、债务人的债务人向债权人的清偿以及价金的分配等。这意味着在破产受理前已经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但尚未支付给债权人的款项原则上仍属于债务人财产，该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不过，若执行价款虽尚未实际发放，但已经由执行法院明确将其用于清偿特定债务，并终结对该部分债权的执行，且协助其他执行法院将执行价款作为已获清偿债权人的财产予以保全〔
〕，则因该执行程序已经终结而不再适用执行中止〔
〕。就此而言，《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第1款中要求相关机关向管理人“移交债务人财产或者其处分权”，指的是使管理人实现对债务人财产的实际控制与处分可能性，而非自现实移交时才发生处分权的移转。
（二）违反解除与中止的实体效力与后果

破产受理后虽应当立即解除保全措施并中止执行程序，但该破产法规则并不能直接在保全与执行程序中发生相应的效力，保全措施的解除与执行程序的中止仍须由相关机关作出解除或中止裁定才能实现。在破产受理即应当发生效力的时点与实际解除或中止的时点之间通常仍存在间隙，无论相关机关是否已实际知晓破产受理事实，均可能未及时解除保全措施或中止执行程序。由此就衍生出未及时解除或中止时，已经进行的保全与执行程序以及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具有何种实体效力与后果的问题。
在美国法的自动冻结制度中，由于自动冻结的禁令是自动生效的，且通常不会通知可能受其约束的当事人，因此当事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该禁令。多数观点认为违反自动冻结的行为无效（void），但也有观点认为可以申请法院废除（annulling）自动冻结禁令并溯及性地使违反自动冻结的行为产生效力。〔
〕不过，对追溯性承认违反自动冻结行为效力的方案应当谨慎适用，仅在债权人本可依法获得解除自动冻结的救济，但基于对自身行为效力的信赖才改变其原有法律地位等情形，才有必要承认其效力，否则会压缩自动冻结所提供的“缓冲空间”，管理人将被迫对各项本应被中止的行为进行抗辩并承担未及时抗辩的不利后果。〔
〕
在中国法上，难以径行认定未解除的保全措施或未中止的执行程序无效。理论上，通常用公法理论解释法院采取的保全与执行措施，认为这些程序和措施具有公信力，只要遵循了保全和强制执行程序的法定要求，就被认为是合法的且应当依其性质产生相应的效力。〔
〕即使这些程序与行为存在某些瑕疵，也不能当然认为其无效〔
〕，而原则上只能通过撤销来消灭其效力〔
〕。由于破产法本身并非直接规制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这些措施与程序难以仅因与破产法规则不符就失去效力。在此背景下，即使管理人自破产受理时起就取得了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权，债务人也相应地在实体上丧失对正在被强制执行的财产的处分权，但执行法院仍可依托公权性质的强制执行程序将债务人财产有效变价，并使申请执行人或拍定人、买受人等取得执行标的的权利。即使破产受理同时伴随着公告，但仍难以推定执行程序中的债权人以及参与拍卖等程序的竞买人等知悉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事实。此时，即使认为就债务人财产的移转在实体上构成无权处分，取得财产的主体也可以信赖具有合法性的强制执行程序从而取得财产权利。但若执行法院或相关主体已经实际知悉债务人陷入破产的事实，如破产受理裁定书已经送达执行法院，则此时不能再信赖该执行程序能够继续进行，违反执行中止的财产移转也不能发生权利变动效力。
上述结论看似不利于破产程序的进行，但实际上存在体系上的理由。一方面，《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0条（对应《企业破产法》第16条）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角度规定了破产受理后偏颇清偿行为的效力，它同样可适用于破产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被个别债权人取得的情况。因此，即使原则上认可未中止执行导致的财产权利变动，也不影响管理人从债权人处追回财产。这同时构成了《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与相关规则的适用边界：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规则仅旨在保障管理人顺利接管债务人财产，但对于依破产法规则而存在效力瑕疵或可追回的财产变动则无法直接适用。实现破产程序的目的需要多项规则的协力，而非单一规则的包揽。另一方面，《破产法解释二》第5条规定允许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将未中止执行而移转的财产追回并作为债务人财产，裁判上也一再强调该回转不以执行法院和当事人是否实际知悉破产受理或受理裁定送达为前提。〔
〕因此，即使执行程序已经完毕，只要财产仍具有回转的可能性，管理人均可尝试追回财产。相较于未中止执行程序中财产移转的效力，明确管理人如何追回财产更契合中止执行规则的目的。
（三）解除与中止效力的终止
理论上，通常认可破产受理后的保全解除与执行中止并非对保全和执行的终局性处分，而仅属于暂时性措施。理由是当破产受理法院在破产宣告前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因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债务人或第三人清偿了全部债务时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时，原本采取并已解除的保全措施仍应按原顺位恢复。〔
〕然而，此类解除保全效力的终止，是仅当破产程序确定无法继续进行时才会发生，因此实际上于破产受理至驳回破产申请或终结破产程序前始终存续，其效力已远超暂时性措施，而更接近于整个破产审理期间维持效力。除此之外，已解除的保全措施与已中止的执行程序仍有可能在破产受理后的审理期间内恢复。例如，管理人接管财产后，认为单独处分担保物不会降低其他财产的价值，也不影响其他担保权人行权时，可以允许担保权人继续对该担保物进行变价。又如，权利人于破产受理后经由诉讼确认对特定财产的所有权，从而将该财产排除在债务人财产之外，此时应允许其在与债务人无关的另案执行程序中恢复对该财产的查封。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将解除与中止异化为具有终局性效力的观点，从而对关联程序产生衍生后果。例如，债权人于强制执行中就特定财产提起许可执行之诉，二审审理过程中，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产重整并指定了管理人，二审并未中止审理，判决许可债权人对债务人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执行。该房产的买受人对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再审认为：当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若重整计划经批准且能够执行成功，则债权人利益将通过重整计划实现；若重整不成功，则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债权人应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现权利，因此已不存在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名下财产强制执行的可能性，据此驳回债权人的请求。〔
〕在该案例中，破产受理后的中止执行成为阻却债权人与第三人就特定财产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而进行诉讼的理由，甚至直接导致债权人的请求在实体上被驳回。这似乎与执行中止的暂时性效力不符，若债务人的破产程序宣告终结，债权人另诉许可执行时可能面临重复诉讼的限制，即使允许另诉，一旦第三人完成了对该财产权利的取得，债权人也将失去执行利益。
由于破产申请被驳回或破产程序终结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4条即行失去效力，附加在保全与执行等非破产法上的特别规则不再适用，原保全措施与执行程序的恢复仍应依相应非破产法规则实现。原保全或执行法院应当在通过终结破产程序公告、破产法院通知或申请保全人与申请执行人告知等方式知悉破产程序终结或破产申请被驳回后，依据尚未失效的保全裁定与执行依据，裁定恢复对特定财产的保全措施或恢复执行。保全与执行的顺位仍应依破产受理前的顺位确定，应当注意，此时重新采取的保全与执行措施属于“恢复”而非另行实施。“恢复”保全与执行措施意味着仅应考虑破产受理前相关措施的效力与顺位情况，而不应仅将破产程序终结时的新事由作为阻却恢复保全的理由。例如，在债务人的破产重整受理前，执行法院已对债务人名下财产采取了查封和轮候查封措施，但此后破产程序终结时，案外人已对就涉案财产是否应当解除查封的判决提起撤销之诉且正在审理中，执行法院以该财产是否应解除查封的效力待定为由裁定中止执行，并未依破产受理前的顺位恢复执行。〔
〕实际上，争议诉讼是否审结并不应影响执行法院在破产程序终结时先行依破产受理前的顺位恢复保全与执行措施。不过，若某一顺位的保全措施或执行程序未在破产受理时依法解除或中止的，并不当然影响此后恢复保全与执行时的顺位。当某一顺位的轮候保全未及时依法解除，由于轮候保全法院并不能实际处置该保全标的，于破产程序终结后按此顺位恢复保全并不会影响其他申请人的利益。若处置执行标的的法院在破产受理时未及时中止执行，仍对执行标的变价处分，且管理人未能在破产程序终结前追回该财产，则破产程序终结后因无法确定执行标的而不能继续执行；若经执行回转等程序将财产复归债务人处，则债权人可依仍有效的执行依据再次申请执行。

Procedural Connection Between Bankruptcy Acceptance and 
Property Preservation or Enforcement

ZHANG Suping
Abstract: The lifting of property preservation and suspension of enforcement after bankruptcy acceptance constitute a procedural connection mechanism. Unlike the “automatic stay” system under U.S. Code Title 11, which aims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adopts an effect-control model,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of China tends to regard the lifting of property preservation and suspension of enforcement as safeguard measures for the takeover of the debtor’s property,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conduct-control. This procedural connection shall take effect automatically upon bankruptcy acceptance; such an effect model essentially affirms the maturity of the progress of bankruptcy proceedings at that point in time and the necessity of safeguarding the administrator’s takeover of property.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ime of rights transference and the termination time of enforcement proceedings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specific enforcement procedure should be suspended. The exercise of security shall still be suspended, but the realization of assets shall not be affected after the property is taken over. The administrator can obtain the actual control of the proper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isposing it after the lifting of preservation and suspension of enforcement. However, the failure to suspend enforce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affect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administrator may recover the property through the recovery procedure of enforcement and other means.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validity of the lifting and suspension, the preservation and enforcement shall be resu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quence prior to bankruptcy acceptance.
Keywords: Bankruptcy Acceptance;  Procedural Connection;  Lifting of Property Preservation; Suspension of Enforcement;  Property Tak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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